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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明确提

出，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

法制度，需要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完善社区矫正制

度，完善监狱、看守所与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机构

之间的工作对接机制。假释因其构造而被期待担

负起有效衔接监所服刑与社区矫正的重要使

命。①此外，假释的运用直接关系到《社区矫正法》

的规制人员数量，影响该法的立法目的能否真正

实现。

实务部门与理论界均提出，我国长久以来存

在假释率低的问题，②近年来假释案件数量降幅明

显，2020年较 2019年下降 30.8%，2021年较 2020

年下降 41.2%，2022年较 2021年又下降了 14.0%，

有的省份连续两年没有办理过一起假释案件。③

严格来说，仅凭统计数值尚不能断言目前2%左右

的假释率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更好。假释率低之

所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源在于消极的假释

运用无法有效完成衔接监所服刑与社区矫正的制

度使命。所以，在检视假释制度时首先必须澄清，

适应当下犯罪治理需要的假释制度应当具备何种

目的追求。大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两条途径提

高假释率：其一，修改刑法以减少假释的条件，甚

至设置信用假释制度④或必要假释(提请)制度⑤(立
法论路径)；其二，在不修改现行规定的基础上，比

照假释的目的对其适用条件做实质解释(解释论

论假释实质条件的合目的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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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⑥立法论路径简洁明快，但修法的必要性

需充分论证，时间成本较高。出于安定性的考虑，

应当首先考虑解释论路径，当穷尽各种解释方法

触及解释的边界后仍然无法充分发挥假释的制度

机能时，自然也就转向立法论路径来应对问题

所在。

比起假释的其他条件，实质条件(即犯罪分子

①认真遵守监规，②接受教育改造，③确有悔改表

现，④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且应当考虑其假释后

⑤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的评价性色彩浓厚，解释

弹性较大。“假释的实质条件抽象且难以把握”是

造成假释率超低的重要原因。⑦受到1996年之后

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严打的影响，假释的适用条件

日趋严格，⑧但在目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有必

要对该绝对化的规定进行解释学上合目的的松

绑。此外，实质条件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应当如

何把握(逐一审查抑或综合判断)，对各要素应当采

取怎样的判断方式(积极判断抑或消极判断)，如何

基于统一立场对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进行体

系化的解读与反思，都是亟待厘清的问题。

二、假释目的论下假释本质及其运用的反思

(一)有关假释目的的防止再犯一元论

假释最初是作为对罪犯的恩典而出现的，其

后教育刑思想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也一度将假释定位为对改造有成绩

者的褒奖恩惠。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

纲草案》第 30条规定，“受监禁或劳役执行之期

间，表现其改造确有成绩者，原判决法院依执行机

关的呈请与证明，得宣告假释。”⑩不难看出，之所

以“得宣告假释”，正是因为服刑人员“改造确有成

绩”，至于这种成绩对其将来再犯可能性大小有何

影响，条文中未做明确要求。但是，将假释的价值

仅仅定位为恩典，并不能完全契合刑罚的正当化

根据。从报应的角度看，刑罚应当与法益侵害大

小和非难可能性高低成比例，即使罪犯表现良好，

也并不能说明其犯罪行为报应量的降低。从预防

的角度看，即使服刑人员改造确有成绩，也并不与

特殊预防必要性的降低直接关联。这是因为，罪

犯完全有可能为了获得假释而伪装出服从姿态，

实际上并没有恢复对法的信赖；又或者由于监所

内外的环境差异，某些在拘禁状态下看似改过自

新的罪犯由于不适应释放后的社会环境而有再次

犯罪的巨大危险。随着对刑罚正当化根据的认识

加深，立法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假释在防止再犯

方面的积极作用。反映到条文设计上，不同时期

表述虽略有不同，但都明确将再犯可能性列为假

释的必要条件，如“确已获得改造，不致再危害社

会”、􀃊􀁉􀁓“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1979年
《刑法》的表述)、􀃊􀁉􀁔“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

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刑法修

正案(八)》修正前的表述)、􀃊􀁉􀁕“认真遵守监规，接受

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刑法修正案(八)》修正后的表述)。尽管立法上突

出了特殊预防的表述，但以往的见解却并未有意

识地区分宽大褒奖与防止再犯，而是习惯性地将

其一并作为设立假释制度的依据。􀃊􀁉􀁖

从上述立法实践来看，有关假释价值的理解

经历了从纯粹褒奖恩惠到与防止再犯并重的转

变。作为褒奖，假释在激励罪犯积极改过自新这

一点上，确实有助于降低再犯可能性，褒奖恩惠的

观念与防止再犯的目的未必截然对立。但是，对

于服刑期间表现一般尚不能断言没有再犯危险的

人，能否假释则取决于对假释价值的定位。褒奖

恩惠的立场将假释视为对犯罪人的优待，着眼点

在于处遇措施的严厉性，唯有服刑期间表现良好

没有再犯罪危险者才例外地转用社区矫正。与此

相对，从防止再犯的立场出发，关注点则在于处遇

措施的实效性，即何种处遇措施更有利于实现防

止再犯的目的。虽然处遇措施的严厉程度在一定

程度上会影响处遇目的的实现，但严厉性与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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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非严格的正比关系，最严厉的处遇措施未必

最有效。􀃊􀁉􀁗为防止再犯，不应只考虑通过监所服刑

是否已完全消除了罪犯的再犯可能性，而应该进

一步考虑，在监所服刑一段时间后，交付社区矫正

能否比继续监所服刑起到更好的效果。倘若得出

肯定回答，那么即便是服刑期间表现一般尚不能

断言其没有再犯危险的罪犯，也应有获得假释的

机会。

可见，某些场合下褒奖恩惠与防止再犯的理

念存在抵牾，二者并重的观点并不能彻底化解其

间存在的冲突。即便把褒奖恩惠看作教育刑理论

下的产物，认为其有助于预防犯罪，本文也更倾向

于在积极利用社区矫正资源以使犯罪人重返社会

思想的背景下来理解假释的防止再犯机能。􀃊􀁉􀁘有

关假释价值的讨论，重点不在于罗列各项公认的

假释优点，而在于当寄托于假释制度之上的多种

价值发生冲突时，应当以哪种理念为主导，进而为

理解假释的条件提供指针。只是笼统地铺陈各项

优点并将其全都定位为假释制度的价值追求，反

而会掩盖各目的之间的冲突，弱化假释目的论的

探讨意义。例如，在立法解说中常提到，假释制度

具有给予服刑人员以希望、引导其改恶从善，适应

于改造罪犯的刑罚目的、不再执行无必要执行的

刑罚，以及减轻监狱压力、节省财政资金等优

点。􀃊􀁉􀁙虽然最后一点对国家而言确实有益，但理论

上与实践中都不可能以此作为假释的核心目的，

这项优点充其量是假释后附随的反射效果。同

理，所谓的褒奖恩惠，一方面是假释后所呈现的反

射效果(处遇措施的严厉程度降低)，另一方面不过

是用以促进改过自新的激励手段，充其量对降低

再犯可能性具有手段价值。假释制度最优越的功

能在于使受刑人“获得实际的自由，接受考验和监

督，从而逐渐得以适应社会生活，最终复归社

会”。􀃊􀁉􀁚只有当假释作为褒奖手段有助于防止再犯

目的的实现时，才会呈现出并重论所描绘的和谐

局面；而当手段(褒奖恩惠)与防止再犯的目的之间

发生冲突时，前者应当让位于后者。

因此，本文既不赞同褒奖恩惠说，也不赞同笼

统的褒奖与预防并重论，而是主张防止再犯一元

论，即应当直截了当地只将防止再犯定位为假释

的最高目的追求，假释的其他功能或优点要么服

务于该目的的实现，要么只是实现该目的过程中

的附随效果而已。对于防止再犯一元论，可能存

在以下两方面的疑虑：第一，假释服刑期间表现一

般尚不能断言其没有再犯危险的人，是否会给社

会带来巨大风险；第二，比起监所服刑，社区矫正

是否具有更高的防止再犯实效性。这些疑虑在理

论上关系到如何理解假释制度的本质，在实践中

则关系到如何评价假释率低这一现象。

(二)假释的本质是再犯风险管理制度

第一个疑虑实际上是有关再犯风险的容许程

度问题。再犯与否是对犯罪人将来行为的预测，

事实上不可能在释放的时点断言其将来完全没有

再犯罪的可能性。􀃊􀁉􀁛褒奖恩惠的理念倾向于按照

字面意思把“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严格理解为百分

之百不会再犯罪，体现假释作为激励措施的例外

性。但是，这样的理念忽视了假释后社区矫正对

防止再犯的作用，会使社区矫正丧失必要性。根

据《刑法》第85条，所有假释的罪犯必须接受社区

矫正，又根据《社区矫正法》第 1条、第 3条，社区

矫正的重要目的在于“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

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社区矫正工作旨在

“有针对性地消除社区矫正对象可能重新犯罪的

因素，帮助其成为守法公民”。可见，面向被假释

人员设置社区矫正制度，正是以其具有再犯罪可

能性为前提的。倘若被假释人员真的都没有再

犯罪的危险，也就不必对其进行社区矫正以“预

防和减少犯罪”。

此外，从褒奖恩惠的理念出发对再犯可能性

采取零容忍态度，也会导致犯罪人几乎不可能被

·· 84



2024.4 刑事法学
CRIMINAL LAW

假释。即使法官在裁定的时点相信罪犯假释后不

会再犯罪，也仍会担心万一其将来再次犯罪了，会

被追究错误判断的责任。所以司法工作人员宁愿

优先选择减刑而几乎不敢适用假释。􀃊􀁊􀁒也正因如

此，尽管2016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

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下称

“《规定》”)第26条、第31条反复提出，既符合减刑

条件又符合假释条件的(可以)优先适用假释，最高

人民检察院也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指出“与减刑

相比，假释更有利于维护裁判的权威和促进罪犯

融入社会、预防罪犯再犯罪”，􀃊􀁊􀁓但是在我国司法实

践中，减刑、假释适用不平衡，罪犯减刑比例一般

在20%多，假释比例只有1%左右，假释适用率低。

应当承认，只要不废除假释制度，那么假释的

运用必然会伴随再犯风险的管理。关键在于，伴

随假释而来的再犯风险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容许

的？即使刑满释放的罪犯也有重新犯罪的风险，

所以从防止再犯的角度来看，只要假释带来的再

犯风险比刑满释放时更小，那么假释时的再犯风

险就应当被允许。具体而言，第一，对于无论假释

还是刑满释放都有较大再犯可能性，且依靠社区

矫正也无法降低其特殊预防必要性的犯罪人，当

然不能成为假释的对象。第二，对于假释后虽然

有一定再犯可能性，但通过社区矫正有望比继续

监所服刑更有助于降低再犯可能性者，没有理由

不通过假释使其接受社会内处遇，而断然以不值

得褒奖为由等到刑期届满后将其直接推入日常社

会。换言之，假释作为尽量减少监所服刑弊害的

手段，不仅对善良的服刑人员起作用，对有问题的

服刑人员也是有效果的。􀃊􀁊􀁔第三，对于无论假释还

是刑满释放都只有较小再犯可能性的犯罪人，即

使不给予假释的机会、不对其进行社区矫正也不

至于再犯罪，但出于与前述有一定再犯可能性的

犯罪人处理均衡的考虑，对这类犯罪人也应予以

假释。

归根结底，正是由于监所服刑与社区矫正具

有防止再犯的共同目的，“在罪犯监管改造的目

标、内容、技术方法等方面契合度非常高”，􀃊􀁊􀁕所以

假释制度才有可能将这两大处遇措施积极衔接起

来。假释的本质可以说是一种对于“有再犯危险”

的犯罪人才有意义的再犯风险管理制度，旨在通

过接续于监所服刑的社会内处遇使再犯风险最小

化、使改过自新的可能性最大化。􀃊􀁊􀁖

(三)假释实践困境中蕴藏的逻辑悖论

关于前述第二个疑虑，单纯从制裁强度来看，

监所服刑给犯罪人带来的冲击力远大于社区矫

正。但是，一方面，“在执行监禁刑的过程中，通过

监狱环境中的犯罪教唆作用、心理损害作用、不良

适应的损害作用等机制，甚至有可能使犯罪人变

得更坏。”􀃊􀁊􀁗另一方面，制裁的严厉性并不等于处遇

的实效性。不应单纯比较社区矫正与监所服刑的

制裁强度，而是要在“紧接监所服刑”的状况下比

较是继续监所服刑还是开展社区矫正更有助于防

止再犯。简言之，应当将假释的再犯防止效果与

刑满释放的情形做对比。

虽然近年来缺乏有关刑满释放与假释后再犯

率的全国性官方统计，但从既有的调研成果中大

体可以总结出如下规律：第一，重新犯罪率与间隔

时间负相关，回归社会两年内是刑释人员重新违

法犯罪的高峰期；第二，重新犯罪类型与首次犯

罪经历呈相关性，尤其是盗窃类犯罪、涉毒类犯

罪、诈骗类犯罪以及涉赌犯罪。􀃊􀁊􀁘由于假释率极

低，故可推知，回归社会两年内再犯率较高的常

习性犯罪人几乎都是刑满释放人员。通过监所

服刑虽可使罪犯一时难以接触犯罪诱因，但在释

放后两年内的再犯高峰期，若未能引导其树立正

确的生活方式、巩固规范意识，难免重蹈覆辙。

社区矫正恰好是一项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相结

合的系统性工作，“我国社区矫正改革的重大创新

和制度进步之一，就是将帮困扶助作为社区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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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内容之一”。􀃊􀁊􀁙

据统计，近年来社区矫正人员在矫正期间重

新违法犯罪率保持在 0.2%左右的较低水平。􀃊􀁊􀁚虽

然矫正对象中大部分是缓刑人员，但至少可以看

出，具有良好防止再犯效果的社区矫正制度不应

仅仅成为犯罪人表现良好时对监所服刑的消极替

代，而应当充分发掘其在防止再犯方面的积极功

能。反过来看，倘若不缓和对假释实质条件的理

解，只满足于将社区矫正适用于犯罪轻微或绝无

再犯可能性的罪犯，那么永远也无法检验出社区

矫正对一般罪犯的再犯防止效果，也难以刺激矫

正技术方面的改进需求。正如吴宗宪教授所言，

“对非监禁刑效果的无知状况，不仅是制约在现有

立法框架下大量适用非监禁刑的重要因素，也是

妨碍在立法和司法方面发展和改革非监禁刑的重

要因素。”􀃊􀁊􀁛既有的区域性研究表明，四川省 2014
至 2016年假释罪犯考验期内的重新犯罪率仅有

0.33%，与刑释罪犯的再犯率相比优势明显。􀃊􀁋􀁒另

有学者指出，同减刑后刑满释放人员相比，假释人

员回归社会后矫正质量更高，重新犯罪率更低。􀃊􀁋􀁓

倘若从褒奖恩惠的角度来看，假释本该极其克制，

唯有例外适用才能有力刺激罪犯争取更好的改造

表现。之所以普遍认为如此克制的适用局面需要

改变，正是考虑到假释后的社区矫正能够带来更

好的防止再犯效果，目前2%左右的假释率这一现

象才会被公认为实践中的“困境”。􀃊􀁋􀁔

此外，在褒奖恩惠的观念影响下，目前被假释

人员的再犯可能性原本就比刑满释放人员低。但

如此一来就形成了“假释悖论”：监所服刑时表现

良好、再犯可能性较低者，更易于被交付(相对而

言不太必要的)社区矫正；而原本积极利用社区矫

正更有利于防止其再犯者，却因服刑期间未表现

出再犯危险性显著降低，直至刑满释放被突然推

回日常社会。另外，虽然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

执行原判刑期1/2就符合假释的时间条件，但实践

中为了确保假释时罪犯已经没有再犯危险，往往

需要经历更长的监所内教育改造。有学者曾调研

估算，大体上实际执行原判刑期 3/4 才会被假

释。􀃊􀁋􀁕由于有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是剩余刑期，所

以在刑罚执行率较高的阶段才被假释，会导致被

假释者能够接受社区矫正的时间相应变短。这就

进一步加剧了假释悖论，即越是服刑期间表现一

般、需要通过长期的社会内处遇来消除再犯可能

性的人员，假释前的刑罚执行率越高，剩余刑期亦

即能用于社区矫正的时间则越短。

综上所述，实践运用中出现假释率低的困境，

正是由于在褒奖恩惠观念的影响下忽视了社会内

处遇对于预防再犯的积极作用，从而在逻辑上遭

遇了难解的假释悖论。为了打破该悖论，应当基

于防止再犯一元论把假释理解为再犯风险管理制

度，从而把通过社区矫正更有助于降低再犯可能

性的罪犯也纳入假释对象之中。而具体的纳入方

法，则有赖对假释实质条件的判断要素与判断标

准做出符合防止再犯一元论立场的解释。

三、假释实质条件中判断要素的合目的理解

如前所述，假释的实质条件在形式上划分为

五个要素，在审查这些要素时，应当从正面对各要

素提出某种程度以上的要求以彰显其再犯危险极

低(积极判断)，还是从反面考察是否没有达到某种

最低标准从而说明其再犯危险极大不适合假释

(消极判断)？从《刑法》第 81条中的“认真”以及

《规定》第3条第1款中的“积极”等用语来看，似乎

更倾向于积极判断。但积极判断亲近于褒奖恩惠

说，不能完全契合防止再犯一元论试图扩大假释

适用范围的旨趣。

(一)“确有悔改表现”的消极判断

虽然《刑法》第 81条并列规定了要素③确有

悔改表现与要素①认真遵守监规、②接受教育改

造，但《规定》第3条第1款指出，“‘确有悔改表现’

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认罪悔罪；(二)遵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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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三)积极参加思想、

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四)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

劳动任务。”可见，要素①②实际上成了要素③的

具体判断内容，前两者并非独立于后者，只是为后

者提供基础的例示性要素。􀃊􀁋􀁖

关于要素①②，如果采用积极判断模式，那么

不得不为了确定“认真”的程度而提出量化标准，

对达到较高分值的罪犯才给予假释作为奖励。这

种指标化、分数化的做法虽然客观便捷，但不能全

面准确反映出罪犯的思想改造情况，无法全面反

映罪犯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在具体审查

时也容易出现僵硬的“唯分是举、以分折刑”的不

良现象。􀃊􀁋􀁗以指标分数来衡量犯罪人是否认真遵

守监规并接受教育改造的做法，正是以往褒奖恩

惠理念的产物，即假释成了对分数高者的奖励。

除了“重行为表现，轻思想改造”的倾向外，积分制

还存在各地执行标准不统一、评价审核程序不公

开透明等问题。􀃊􀁋􀁘 2021年 12月 1日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加强减

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下称“《意见》”)
第 1条也指出，“切实防止将考核分数作为减刑、

假释的唯一依据。”这是因为，一方面，积极判断要

素①②，充其量只能筛选出形式上再犯可能性较

低的罪犯，但某些熟悉服刑期间指标考核的犯罪

人完全可能通过短期的克制伪装出认真顺从态

度，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悔改。另一方面，仅仅因为

罪犯表现得分不够而认为没有满足要素①②，实

际上剥夺了对“社区矫正是否比继续监所服刑更

有助于防止再犯”做全面实质考察的机会。所以

《规定》第 3条第 1款仅将要素①②作为判断是否

确有悔改表现的一项内容而非全部内容，是有道

理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该款第 2项并没有像

《刑法》第 81条那样提出“认真”的要求。如果采

用消极判断模式，那么应当缓和对“认真”程度的

苛求，只要犯罪人不严重违反监规，即便只是按部

就班地参加监所内教育，没有表现出较大的抵触

情绪与抵抗态度，就可以为其留有假释的余地。

关于要素③，如果采用积极判断模式，那么必

须全面搜集犯罪人主客观两方面确有较高程度悔

改表现的相关证据。《意见》第 2条也要求坚持主

客观改造表现并重。但内心世界较难查明，大多

只能依靠客观表现来推定，所以《规定》第3条第1
款中只有第1项中的“悔罪”直接与主观面相关，􀃊􀁋􀁙

该项中的“认罪”以及其他三项条件都是客观面的

要求。此外，对这四项条件均提出积极要求且“同

时”具备，未必对所有罪犯都合适。例如，性格内

向而不善表达的犯罪人、因语言不通而无法顺畅

表达的外国犯罪人以及因精神障碍而不能明确表

达的犯罪人，即使满足了其他三项客观条件，也很

有可能因为表达障碍而难以被认定为“认罪悔

罪”。但正是这些人更有必要通过社区矫正使其

接受社会复归指导。采取要求较高的积极判断模

式，不过是漠然地把问题推迟到刑满释放之日。

可刑满释放后犯罪人更难获得必要的社会内处遇

或治疗，这对于防止再犯而言并不合适。

综上所述，只能说同时满足《规定》第3条第1
款中四项条件的，的确属于确有悔改表现，应当获

得假释机会；但不能反过来认为，没有同时满足四

项条件的就一概不应假释。根据消极判断模式，

只要犯罪人通过服刑期间的表现反映出并不积极

谋求再次犯罪，就可以说其确有悔改表现，不应对

悔悟的程度以及参加监所内教育和劳动的积极性

提出过高要求。该款虽然两次使用“积极”一词，

但需注意，该款不仅面向假释同时也面向减刑。

减刑不同于假释，不存在对犯罪人进行积极的社

会内处遇这一环节，也不存在撤销减刑的制度设

计。所以，减刑的实质条件本应比假释更高。􀃊􀁋􀁚另

外，二者的法律性质也大相径庭，“假释属于典型

的监禁刑替代措施，而减刑则具有赦免性质”，􀃊􀁋􀁛对

二者的实质条件不应做同等程度的理解。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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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第3条第1款的“积极”要求，应当理解为仅

适用于减刑，对假释而言则应当降低程度要求，达

到消极判断的标准即可。

(二)“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的消极判断

关于要素⑤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其

内容大体包括居住地的矫正环境、社区居民对犯

罪人的接受程度以及被害人的意见等。在积极判

断模式下，一方面会对居住地的矫正环境提出较

高要求，另一方面则会优先考虑居住地感情及被

害人的意见，甚至赋予其一票否决权。但是，这样

的做法同样不符合防止再犯一元论的立场。

第一，关于有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同时也是

社区矫正期间)，《刑法》第83条采取的是余刑期间

主义而不是考验期间主义。􀃊􀁌􀁒虽然矫正执行地的

环境调查对于犯罪人顺利复归社会具有重要意

义，但积极调查所花费的时间将不可避免地侵占

社区矫正期间。从防止再犯一元论的立场出发，

当通过社区矫正能起到比继续监所服刑更好的效

果时，应当为社区矫正留下更充分的处遇时间，不

应当对矫正环境的调查提出过高要求。只要通过

调查能够消极地判断出矫正执行地不存在妨碍被

假释者改过自新的明显障碍，或者虽有一定障碍

但通过矫正活动的开展能够逐渐克服的，就应当

认为矫正环境达到了假释的基本要求。此外，根

据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司法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

法》(下称“《实施办法》”)第13条和第14条第2款，

需在 5~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罪犯的社会危险性

和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调查评估。如此短的期限

内也不可能对矫正环境的调查评估提出过高的

要求。

第二，考虑居住地感情，主要是为了满足刑罚

正当化根据中的报应要求与一般预防考虑。但

是，一方面，朴素社会感情不仅难以把握，甚至会

影响处遇的公正性，阻碍社区矫正积极处遇机能

的发挥。例如，因媒体渲染的方向和程度不一样，

对于性质大体相同的案件甚至会出现完全相反的

舆论。另一方面，倘若不是着眼于具体居民意见

的调查统计，只是从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出发抽象

地把握所谓的居住地感情，则可能出现不同立场

者之间发生意见冲突的情况，最终不过是以裁判

者个人的意见来拟制社会感情而已，不免有裁判

者恣意判断的疑虑。此外，与刑罚的设立与裁量

阶段不同，在执行阶段应当更加突出特殊预防必

要性的考虑。􀃊􀁌􀁓这是因为，犯罪人的报应量已在量

刑阶段得到清算，执行过程中把罪犯作为防止潜

在犯罪人的手段来使用，这违背了人是“自在目

的”的道德原则。􀃊􀁌􀁔因此，居住地感情不应凌驾于

犯罪人特殊预防必要性的考虑之上，不应对处遇

方式的选择起到一票否决的效果。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社区矫正法》第17条第

3款以及《实施办法》第 12条规定，居住地、经常

居住地不适宜执行社区矫正的，社区矫正决定机

关应当根据有利于社区矫正对象接受矫正、更好

地融入社会的原则，确定社区矫正执行地，且被

确定为执行地的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及时接收。

可见，即使因居住地反对意见较大而不适宜执行

社区矫正，也并非直接不予假释，而是应当优先

考虑矫正对象通过矫正活动融入社会的可能性，

另选合适的执行地。这反过来说明，社区居民的

正义感情只在以下消极意义上起作用，即只有当

罪犯回归地域社会后反因过于严厉的非难而无

法达成改过自新、重新融入社会的目的时，才应

否定假释的适用。理论上，只有极其例外的情

形，如因案件产生极其恶劣的全国性影响导致全

国各地都不接纳罪犯时，居住地感情才真正起到

否定假释的作用。考虑到矫正资源的配置等实

际情况，虽然不可能在每一起假释案件中都对全

国各地进行矫正环境调查，但至少应当树立不能

因为少数几个社区不愿意接纳犯罪人就断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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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假释的基本理念。社区矫正机关等至少应当

为顺利接收犯罪人而对包括(经常)居住地在内的

所管地域做积极的矫正环境调整。因迁就居住

地感情而轻易地不予假释，实际上为放弃调整矫

正环境的努力打开了方便之门。但居住地的接

纳问题并不会等到刑满释放时就自动解决，一味

拖延反而会丧失利用社区矫正资源引导罪犯缓

和社区关系的宝贵机会。

第三，修复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加强被害

人的支援与保护确实是现代刑事司法的重要任务

之一，但对被害人的保护与支援并不意味着任由

被害人的主观感情来决定假释与否。从防止再犯

一元论的立场来看，具体被害人的感情或意见只

有在关系到“交付社区矫正能否提高防止再犯的

实效性”这一问题时，才应纳入假释与否的判断过

程中。所以，将“被害人(不)同意假释”与“(不)让罪

犯接受社区矫正”直接关联起来并不合适，不应当

以特定被害人个人是否得到满足的朴素主观感情

作为决定假释与否的积极要素。虽然根据《实施

办法》第14条第1款，调查评估时应当听取被害人

的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听取其是否允许假释的

意见，而应当听取其所遭受被害的影响、对假释人

员的不安与要求，考虑是否有可能通过设定社区

矫正时有针对性的遵守事项以修复犯罪人与被害

人的关系，让犯罪人回归地域社会后通过矫正活

动真正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平复其被害感情。仅

靠不予假释直至刑满释放这种方式来重罚犯罪

人，然后说成是对被害人的支援与保护，这既不利

于犯罪人的改过自新，也不过是一种不负责任的

被害人支援方式。

总之，对“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也应当采取

消极判断模式，即只要未出现明显不利于社区稳

定的可靠证据，假释后不至于难以确保包括被害

人在内的地域社会安全，就可以认为满足了该要

素的要求。􀃊􀁌􀁖

四、假释实质条件中判断标准的合目的诠释

(一)作为判断标准的“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在有关假释实质条件的研究中，要素④“没有

再犯罪的危险”被讨论得最多也被批评得最多。

虽然该要素与上一部分讨论的“确有悔改表现”

“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等以并列的方式规定在

《刑法》第 81条中，但与其说它是独立的判断要

素，不如把它定位为假释实质条件的判断标准更

为准确。

这是因为，根据《意见》第8条，审查是否有再

犯罪危险的材料时，应当认真审查刑罚执行机关

提供的反映罪犯服刑期间现实表现(要素①②③)
和生理、心理状况的材料，并认真审查司法行政机

关或者有关社会组织出具的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

社区影响的材料(要素⑤)，同时结合罪犯犯罪的性

质、具体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原判刑罚及生效裁

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等，综合判断罪犯假

释后是否具有再犯罪危险性。􀃊􀁌􀁗此外，检察机关办

理假释监督案件时，也提出要实现再犯罪危险指

标量化评估，“可以将认定标准细化为‘原罪基本

情况、服刑期间表现情况(要素①②③)、罪犯主体

情况、假释后生活及监管情况(要素⑤)’等方面的

具体指标”。􀃊􀁌􀁘可见，“没有再犯罪的危险”是综合

考虑了包括要素①②③⑤在内的诸多要素后得出

的中间结论，然后以其为标准来决定是否予以假

释。问题是，应当如何把握“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的具体内涵才能使其符合防止再犯一元论的

立场。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意见》第 8条明显采用

了综合判断而非逐一审查模式，所以形式上不符

合某个或某些要素的，并非当然地不满足“没有再

犯罪的危险”这一标准。例如，犯罪人因为错判而

服刑，自始至终否认犯罪事实并不断申诉的，若以

不符合要素③中认罪悔罪的要求而完全不给予假

释的机会，无异于错上加错。正是考虑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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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第3条第2款明确指出，罪犯在刑罚执行期

间的申诉权利应当依法保护，对其正当申诉不能

不加分析地认为是不认罪悔罪。的确，如果本来

就不存在犯罪事实，那么被错判的所谓犯罪人就

欠缺认罪悔罪的前提，强行要求改过自新反而会

激起其对刑事司法制度的不满等抵触心理，最终

不仅不利于降低反而会增加其犯罪可能性。何况

原判犯罪事实本不存在，自然也就谈不上“再”犯

罪的危险。

其次，“没有再犯罪的危险”是面向将来的预

测性判断，不可能要求裁判者确保罪犯事实上绝

对不再犯罪，只能在程度上将“没有再犯罪的危

险”规范地理解为“再犯罪的危险较低”。以往实

践中由于过于绝对地理解“没有”二字，导致出现

“大部分人民法院假释的适用率不高，远远低于减

刑适用率”的情况。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

庭特别指出，要克服害怕承担风险的心理，只要严

格依照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审理假释案件，注意

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正确行使裁量权，依法公正地

进行裁决，严格遵守廉政规则和审判纪律，办案人

员就不应当承担责任。􀃊􀁌􀁙但不可否认，对“没有再

犯罪的危险”提出的要求越高，司法工作人员害怕

承担责任的心理负担就越大。所以，问题的症结

不仅在于疏导司法工作人员的心理压力，而更在

于合理划定“再犯罪的危险”的程度。

最后，“没有再犯罪的危险”既包括“再犯罪的

危险绝对低”，也包括“再犯罪的危险相对低”。一

方面，如前所述，假释是再犯风险管理制度，“没有

再犯罪的危险”应当与继续监所服刑直至刑满释

放时的再犯危险相比较来确定。除了根据监所服

刑期间的表现可以认定犯罪人改过自新的意愿强

烈、再犯罪的危险绝对低以至于没有必要再耗费

监管资源的情形外，较之继续监所服刑交付社区

矫正更有利于犯罪人改过自新的，也可以评价为

“再犯罪的危险相对较低”从而纳入“没有再犯罪

的危险”的规范评价内。再犯罪的危险相对较低，

可以理解为“从‘释放后的生活状况’来判断该当

了‘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情形”。􀃊􀁌􀁚另一方面，正

如对各要素采取消极判断模式一样，对于“没有再

犯罪的危险”也应当采取消极的理解方式：不是积

极地考察罪犯的再犯可能性是否趋近于零，而是

除推测出有极高再犯危险从而不适合交付社区矫

正的情况外，都应当留有假释的余地。例如，《规

定》第26条规定了可从宽掌握假释的几种具体罪

犯类型，其中服刑期间改造表现特别突出的罪犯

或许说得上“再犯罪的危险绝对低”，除此之外的

其他几类罪犯(如过失犯、中止犯、犯罪时未满 18
周岁的罪犯、患严重疾病的罪犯等)都只不过是出

于犯罪情节相对较轻或者犯罪人特殊身心条件的

考虑认为其“再犯罪的危险相对低”。

综上所述，对于假释实质条件中的“没有再犯

罪的危险”，应当实质地解释为“因为预估罪犯没

有再犯罪的危险”以及“为了充分利用社区矫正资

源使罪犯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目前实务中出现

假释率低的现象，正是由于把假释仅适用于第一

种情形(因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而忽视了第二种

情形(为了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二)以矫正相当性诠释“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由于被假释者在考验期内必须接受社区矫

正，所以不能抛开社区矫正的再犯防止效果来考

虑假释制度本身。该理念在日本已获得广泛认

同，“通行观念认为现行假释制度为‘parole型假

释’，是‘刑期届满前的提前释放与社会内处遇制

度的结合’，社会内处遇即保护观察被纳入其内涵

当中”“由于保护观察制度是独立制度，因而自然

可以通过是否有必要交付保护观察来解释假释制

度的原理”。􀃊􀁌􀁛可以说，假释与否的判断标准与交

付社区矫正是否合理的判断标准(矫正相当性)，二
者是等价的。越具有矫正相当性就越应该被认定

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从而给予假释机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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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消极理解“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反过来意味着

要积极判断矫正相当性。消极理解“没有再犯罪

的危险”只不过是把明显具有极高再犯危险的人

排除出了假释的对象范围，若要从正面描绘出假

释实质条件的判断标准究竟是什么，则必须从矫

正相当性入手。所谓矫正相当性，是指交付社区

矫正适合于实现防止再犯的目的(适合性)，比继续

监所服刑更加具有防止再犯的实际效果(必要性)，
且与犯罪人的罪责并非显著不成比例(均衡性)。

1.矫正适合性

犯罪处遇手段的选择，应当适合于设置相应

措施的目的。无论是监所服刑还是社区矫正，都

服务于防止再犯这一刑事政策目的。适合性要求

手段与目的之间存在实质关联，但德国联邦宪法

法院认为只要手段部分有助于目的之达成就不违

反适合性原则，􀃊􀁍􀁒所以立法机关对于适合性具有较

大的评价特权。立法机关可以根据当前社区矫正

的资源与技术现状，结合年龄与身心状况类型化

地决定某类犯罪人有无矫正的适合性。如累犯不

得假释的规定即反映出立法者认为社会内处遇手

段对于累犯不具有达成防止再犯目的的适合

性。􀃊􀁍􀁓反之，只要不构成累犯，那么即便是再次入

狱者，也不能断然否定其矫正的适合性。一般而

言，再次入狱者的社会适应性比初次入狱者的更

差，更加需要通过社会矫正帮助其回归日常社会。

同理，司法实践中也会总结出某类容易形成

犯罪习性、再犯可能性极大且易于引起全社会广

泛抵触的犯罪人。例如，2023年 5月 24日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

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 20条规

定，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分子严格把握

假释的适用条件。这正是由于这类犯罪人即便按

照上述消极判断的方法也不能满足“确有悔改表

现”或“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这两项要素的最低

要求，从而可以说欠缺社区矫正的适合性。又如，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提出，“对毒品

犯罪罪犯，赌博罪、盗窃罪等犯罪中的常业或者常

习犯等，在适用假释时要从严把握。”􀃊􀁍􀁔但需注意，

该案并非只考虑了罪犯的常习性和吸毒史，而是

同时考虑到“罪犯通过亲属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

虚假证明材料”，不满足“确有悔改表现”的最低要

求；且“家庭成员不具备协助社区矫正机构做好社

区矫正工作条件”，不满足“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的最低消极要求。可见，是否满足假释实质条件

中各要素消极判断的最低标准，决定了能否通过

最初的矫正适合性筛查。

另外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评价矫正适合性时

是否要考虑罪犯本人的意愿。例如，从实践运用

来看，由于假释要求高、条件严、时间长、适用率

低，所以减刑对罪犯的吸引力更大，􀃊􀁍􀁕不仅司法工

作人员，罪犯也愿意优先选择减刑而非假释。又

如，对于试图享受监禁设施而不希望被假释的犯

罪人，是否一概否定其矫正适合性呢？本文认为，

恰恰是这类人对监禁设施的依赖性较强，与日常

社会生活的隔阂大，更加需要在地域社会中监督、

帮助其习得社会交往技能，从而真正改过自新、回

归社会。否则，等到刑满释放后，这类人容易陷入

孤立无援的境地，为满足对监禁设施的依赖心理

而选择再度入狱的可能性较大。况且，我国《刑

法》也没有像《德国刑法典》第 57条第 1款、第 57a
条第1款那样将“经有罪判决者同意”作为假释的

必备条件。􀃊􀁍􀁖所以，不需也不必将罪犯的假释(矫
正)意愿作为矫正适合性的考虑因素。在采余刑

期间主义的现行规定下，为确保充分的社区矫正

时间，对于满足形式条件的犯罪分子，无论其意愿

如何，执行机关都应当积极组织对假释实质条件

的考察。202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

196号“罪犯杨某某假释监督案”中也指出，“人民

检察院在日常监督履职中发现罪犯符合假释法定

条件而未被提请假释的，应当依法建议刑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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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启动假释提请程序。”以往有观点从与褒奖说

对峙的立场上主张假释是罪犯的权利，强调罪犯

的假释请求权。􀃊􀁍􀁗但从防止再犯一元论出发，假释

究其根本既不是国家的恩典也不是罪犯的权利，

而是交付社会内处遇从而有效防止再犯的契机。

社区矫正是否更有利于防止再犯，这是国家对罪

犯的评价，不取决于罪犯的意愿，罪犯请求假释的

意愿至多成为评判时的一个参考而已。

2.矫正必要性

交付社区矫正是否比继续监所服刑更具实效

性，要着重考察①罪犯对被害人和案件本身的态

度以及②矫正环境和计划这两方面的因素。其他

因素只在与这两方面相关联的场合才应纳入考虑

之中。这是因为，就防止再犯而言，社区矫正比继

续监所服刑更具优势之处正在于通过修复罪犯与

被害人、地域社会的关系，使其能够在日常生活状

态下尽早改过自新。􀃊􀁍􀁘例如，犯罪情节的轻重是针

对过往发生的事实而言的，其程度在量刑和行刑

的时点并无变化，无法从中直接看出社区矫正还

是继续监所服刑更具实效。但是，除了从犯罪情

节中可窥测出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从而影响矫

正适合性的判断外，损害结果这一情节也会影响

对被害关系修复程度的判断。虽然不能仅凭被害

人的意见来决定假释与否，但紧张的被害关系无

疑会阻碍矫正活动顺利开展。

所以，近年来决定是否假释时注重财产性判

项(尤其是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部分)的履行情况，

这一理念是有道理的。􀃊􀁍􀁙《意见》第 7条明确要求

严格审查罪犯履行财产性判项的能力，拒不交代

赃款、赃物去向的，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或者有

可供履行的财产拒不履行的，不认定罪犯确有悔

改表现；无特殊原因狱内消费明显超出规定额度

标准的，一般不认定罪犯确有悔改表现。􀃊􀁍􀁚事后退

赃、赔偿损失与挽回损失不仅反映出犯罪人特殊

预防必要性的减少，而且也影响一般预防必要性

的判断。􀃊􀁍􀁛有能力履行却连最基本的民事赔偿这

一法律义务都不履行时，难以相信犯罪人能够通

过社区矫正顺利修复与被害人、地域社会之间的

关系，难以期待社区矫正起到比监所服刑更好的

处遇效果。与此相对，对于有积极修复被害关系

的意愿但因暂时欠缺修复能力或者出于偏执的

赎罪意识而希望被继续监禁的罪犯，则应当肯定

矫正必要性。通过矫正活动引导其树立起正确

的悔罪意识——监禁本身不能实现对被害人的

补偿，在日常生活中修复被害关系才是最佳的赎

罪方式——并且帮助这些犯罪人自力更生、积极

弥补被害人的损失。

例如，在“罪犯管某某不予假释案”中，罪犯系

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严重扰乱当地社会生活秩

序，影响恶劣，因故意伤害罪和赌博罪被判服刑，

在考核期间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 2次，但原判并

处罚金人民币 10000元未履行，且服刑期间曾两

年内共计消费31590元，月消费超过1300元，明显

高于一般狱内消费水平。􀃊􀁎􀁒又如，在罪犯黎某某不

予假释案中，罪犯因受贿罪被判服刑，在考核期间

共获表扬 6次，改造积极分子 1次，但原判并处没

收财产 5万元，只缴纳 1万余元，另外还有受贿所

得赃款82万余元未退出，且其服刑期间往来钱款

较多，月零花消费超过400元，高于一般狱内消费

水平。􀃊􀁎􀁓这两个案例中，虽然罪犯服刑表现良好，

但前者属于涉黑犯罪，后者属于职务犯罪，对于这

两类犯罪以及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

的罪犯，2014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关于严

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

败的意见》第 1条明确规定，认定是否“确有悔改

表现”时，“应当考察其是否通过主动退赃、积极协

助追缴境外赃款赃物、主动赔偿损失等方式，积极

消除犯罪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此外，关于矫正环境和计划，如前所述，在余

刑期间主义下为了给社区矫正留下更充分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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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应在决定假释与否的时点对矫正环境的调

查提出过高的积极要求。但是，矫正环境的调查

不等同于矫正环境的调整与矫正计划的制订。唯

有依靠合适的矫正环境与有针对性的矫正计划，

才能真正实现有效的个别化社会内处遇。为了不

占用社区矫正时间，需要在假释时间条件届满之

前就积极开展矫正环境的调整(考虑接收意愿、接

收能力等接收人相关状况)与矫正计划的制订工

作，在满足时间条件后尽量降低假释前的刑罚执

行率，而在决定是否假释的时点则对矫正环境的

调查采取消极判断的姿态。当积极调整后的矫正

环境不存在妨碍被假释者改过自新的明显障碍，

或者虽有一定障碍但通过有针对性的矫正计划能

够克服时，就应当认为满足了矫正必要性。

例如，在罪犯魏某某假释案中，除考虑到罪犯

在服刑期间获得表扬 1次、记功 1次外，还特别指

出了以下三项事实：第一，罪犯家在农村，父母常

年身体不好，家庭经济条件困难，其本人及家人平

常无不良嗜好，与邻居关系相处和睦；其居住地村

委会、邻居及其家属均表示愿意协助对其进行监

管教育。第二，罪犯虽在招摇撞骗犯罪中骗取他

人一定数量的钱款，但案发后与被害人达成和解

协议，全部退还所骗款项，取得了被害人谅解，社

会影响不大。第三，罪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假释

后有能力凭借自身的劳动获取生活来源。􀃊􀁎􀁕其中，

事实二反映出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修

复，事实一反映出假释后犯罪人能够获得合适的

矫正环境，事实三则反映出犯罪人有实现矫正计

划和改过自新的能力。综合以上三项事实及其在

服刑期间的积极表现，可以认为将罪犯交付社区

矫正比继续监所服刑更有助于其重返社会，具有

矫正必要性。

3.矫正均衡性

交付社区矫正不能与犯罪人所承担的罪责显

著失衡。《刑法》规定了假释前监所服刑的最低时

间要求，而且对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

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

被判处 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

子，以及被决定终身监禁的犯罪分子也规定不得

假释。此外，实践中对依照《刑法》分则第 8章贪

污贿赂罪判处刑罚的原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

罪犯适用假释时也从严掌握。􀃊􀁎􀁖这些规定与做法

主要考虑的是通过监所服刑来满足刑罚正当化根

据中报应与一般预防的要求。

虽然假释的目的在于积极衔接两大处遇措施

以提高防止再犯的实效性，但刑罚的正当化根据

中除了要考虑目的正当性外，还要考虑处遇措施

与刑事责任的基本均衡。否则会与一般国民的正

义感相抵触，最终难以获得国民对刑事司法体系

的真正信赖，反而有损一般预防效果。《规定》第22
条、《意见》第8条等均指出在认定“没有再犯罪的

危险”时要考虑犯罪的具体情节，对此应当理解为

通过报应的要求来限制假释后交付社区矫正这一

预防措施的运用。当然，“假释本来就是科刑时的

责任主义与处遇时的特殊预防的考虑相互制约从

而最终在一定范围内使后者优先于前者的制

度。”􀃊􀁎􀁗所以，只有当特殊预防的追求严重影响报应

的实现时，才有必要对前者加以适当限制。因此，

除上述《刑法》中明确类型化的犯罪人因其罪责严

重而不满足矫正的均衡性外，对于其他犯罪人则

应当具体分析、严格把握交付社区矫正与所承担

罪责问失衡的“显著”程度，要重点考虑其与上述

类型化的犯罪人在罪责程度上是否基本相当。

例如，在罪犯王某某不予假释案中，罪犯强迫

两被害人卖淫5次，后果严重，以强迫卖淫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11年。罪犯虽有悔改表现，服刑期间

受记功 1次、表扬 1次、嘉奖 1次且被评为省级改

造积极分子、监狱级改造积极分子，但所犯罪行性

质恶劣，犯罪活动严重影响到社会正常务工秩序，

社会危害性较大，最终仍被裁定不予假释。􀃊􀁎􀁘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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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虽然强迫卖淫罪不属于绝对不允许假释的犯

罪且罪犯有积极的悔改表现，但考虑到实施的是

涉性犯罪且有暴力属性，所以比照严重暴力性犯

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时不得假释的情形，

可以认为交付社区矫正会与其所承担的罪责显著

失衡。

另外，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尤其需注意，共犯人

原判刑期的长短大体反映了罪责程度的轻重，所

以原则上应当按照其刑期长短来决定假释顺序，

即刑期较长的共犯人不应比刑期较短的共犯人更

早假释。当然，如果刑期较长的共犯人在服刑期

间有特别突出的表现，甚至有重大立功，反映出再

犯可能性极小；或者反过来，如果刑期较短的共犯

人表现出对改过自新的强烈抵触，甚至在监所服

刑期间再次犯罪，反映出欠缺矫正的适合性或必

要性，那么允许原判刑期较长的共犯人先假释也

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社区矫正的相当性与“没有再犯罪

的危险”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从矫正相当性

入手诠释“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一方面可以突出

假释与社区矫正之间的紧密关联，另一方面也为

假释实质条件的综合判断提供了可视化的操作规

则。即可以把司法解释中提出的有关“没有再犯

罪的危险”的各项考虑因素分解到矫正适合性、必

要性与均衡性中去。一旦满足这三者的要求，具

备了矫正相当性，那么即便不是绝对没有再犯罪

的危险，也应当认为满足假释的实质条件。

五、结语

积极利用假释制度强化监所服刑与社区矫正

的衔接，充分发挥社会内处遇防止再犯的作用，是

符合现代刑事政策观念的、不可阻挡的时代潮

流。从世界范围来看，“以前的假释只是对少数受

刑人的例外优待，而当今的假释成为对多数受刑

人适用的制度”。􀃊􀁎􀁙但在我国，假释的适用率却不

容乐观。假释运用的合理化诚然是个系统化工

程，除实体要件的合目的解释外，还有赖于假释程

序的规范设计、再犯危险的定量评估以及资源配

置的优化和矫正技术的不断提升等。可是，“无论

制度如何变化，倘若仍然依据并非基于制度本来

理念与根据的行情或习惯做法，那么实务不会有

任何改变。”􀃊􀁎􀁚所以，应首先实现假释理念从褒奖恩

惠到风险管理的转变，然后贯彻防止再犯的立场

对假释要件做出合目的的设置与解释，最终推动

假释运用逐渐完成从例外到普遍的过渡。本文主

张对“确有悔改表现”和“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采

取消极判断，把“没有再犯罪的危险”解释为包括

“为了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并且从矫正相当性入手

诠释其内涵，均出于最大限度运用假释以提升防

止再犯实效性的考虑，试图打破假释悖论，纾解假

释率过低的实践困境。

注释：

①作为监所服刑与社区矫正的衔接制度，还存在着刑罚

裁量阶段的部分缓刑等，参见曾文科：《论部分缓刑的制度价

值与法理构造》，《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第108页。

②参见周光权著：《刑法总论》(第 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21年版，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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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ive Interpretation of Substantive Conditions for Parole
Zeng Wenke

Abstract：The active use of the parole system to strengthen the interface between prison sentences and commu⁃
nity corrections an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social encounters in preventing recidivism has become an unstoppa⁃
ble trend of development compatible with 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criminal policy. Facing the problem of the low pa⁃
role rate in China, this paper aims to create a new sit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arole system in the aspect of the
interpretation theory of criminal law by giving a purpo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bstantive conditions of parole. It first
analyzes the due purpose of the parole system in the current crimi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the monism
of prevention of recidivism. Based on that, it clarifies the essence of parole and reveals the potential logical paradox in
the dilemma of parole practice. Then, in light of the current legal provis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parole, explain the
substantive conditions of parole in a way that conforms with the monism of prevention of recidivism from the perspec⁃
tives of judging elements and judging criteria. It argues that the prevention of recidivism should be identified as the
paramount purpose of the parole system, while other functions and advantages of parole merely serve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value or as ancillary benefits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is value. The essence of parole is to manage the risk of
recidivism by actively bridging the two major measures of imprisonment and community correction. Instead of focus⁃
ing only on the recidivism prevention results in the prison sentence phase, the possible recidivism prevention effects
of community corrections after parole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as well. To break the paradox of parole and over⁃
come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the low parole rate, all offenders with correctional suitability should be treated as sub⁃
jects of parole. Concerning the judging elements of the substantive conditions of parole, requirements of "genuine re⁃
pentance" and "impact on the community in which they live" should be minimized, i. e., as long as the offender shows
through the serving of the sentence that he or she does not actively seek to recommit a crime and there is no obvious
evidence of a detrimental effect on or safety threat to the community and victim(s)after release, there should be a mar⁃
gin for parole. Concerning the judging criteria of the substantive conditions of parole, "no risk of re-offending"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predicting no re-offending risk" and "utilizing community corrections resources to avoid re-offend⁃
ing risk", and the theory of correctional suitability should be applied to clarify its meaning. Correctional suitability is
achieved and the substantive conditions for parole are met when community correction is more suitable for achieving
the goal of preventing recidivism(appropriateness)and more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recidivism than continued imprison⁃
ment(necessity), and not significantly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offender's culpability(propor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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